
 

党组织能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基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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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党组织是中国企业治理中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研究党组织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对理解基层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1年、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熵平衡法估计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员

工权益保护和发挥自身劝导力等方式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高

了员工工资和企业盈利水平，表明党组织对民营企业劳资分配结构的调整具有可持续性，实现了生产

与分配的帕累托改进。这一研究对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发展、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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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 700万户，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GDP、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80%以上的城镇

就业
①

。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提高，民营企业党建工作也在如火

如荼地展开。从1987年温州市瑞安振中工程机械厂建立中国首个民营企业党组织起，到2002年

党的十六大将民营企业家入党和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以下简称

《党章》），再到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试行）》（以下简称《2012年意见》），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得到不断强化和发展。2017年，已有

187.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②

。

与此同时，关于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这一独特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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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在经济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何轩

和马骏，2018；何小斌和柳建坤，2020；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增强员工权益维护力度（龙小宁

和杨进，2014；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引导企业增加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投入（何轩和

马骏，2016；叶永卫等，2021）。在企业治理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改善企业内部审计治理效

果（李世刚和章卫东，2018），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郑登津等，2020）和企业避税行为（李明辉

等，2020）。在社会责任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提高企业捐赠水平和社会责任意识等（梁建

等，2010；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万攀兵，2020）。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旨在探究民营企业建立

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收入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收入来

源，与劳动者福利、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等息息相关（Feldstein，2008），劳动收入份额过低

可能带来居民消费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陈宇峰等，2013）。另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且长期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引

发诸多担忧，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白重恩和钱震杰，

2010；陈宇峰等，2013）。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本质属性使得党组织具有内生的与资本抗衡的力量，这一鲜明特征可能

会影响民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分配关系，进而产生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倾向。基于此，本文使用

2011年、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考察党组织设立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是对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民营企业党组织

治理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绩效、员工权益、社会责任和经营规范等，较少关注党组织对

企业劳资分配关系的影响。第二，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新思路。从劳动

收入份额角度来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下降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本文通过

实证检验，在排除多种干扰和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基础上，发现在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有助于提

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第三，厘清了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制，较为系统

地检验了其传导路径，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发展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机制检验发现，

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对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强大劝导力等

途径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并

未造成企业利润损失，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生产与分配中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结构安

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构建；第四

部分为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第五部分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

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启示。

二、  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地位。与国有企业长期存在党组织不同，民营企业内部的党建工作是在争议中逐步发

展起来的，如关于民营企业的阶级性质、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民营企业是否应该设立党组织

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1987年，温州市瑞安振重工程机械厂建立了中国首个民营企业党组织。之后，温州多个民

营企业开始建立党组织。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处于萌芽状态，其建立党组织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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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获取政治合法性，避免受到政策歧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首次提出在私营企业

中建立健全党组织，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其党建工作取得初步发展。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就业规模不断增加，党中央意识到对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

缺失将减弱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2000年，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民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具有重要

性和紧迫性，要求“凡是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都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内容作出修改，将党员发展对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

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民营企业主被列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同时将民营企业党建内容写

入党的基层组织一章，为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快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进

程。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

行）》明确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能，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相关政策的

支持和引导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从2012年的147.5万个增长到2017年的187.7万

个，增长了27.3%。从治理职能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依法维护职工群众

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和社会稳定”

等使命。随着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面的扩大，其影响力日益提高，基层党组织将在一定程度上

对企业劳资关系及其利益分配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

（二）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梳理和对民营企业党组织主要职能的分析，可以推断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

结构能够优化企业劳资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1.党组织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流动资本获取能力

相关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造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Aziz和Cui，2007；罗长

远和陈琳，2012；汪伟等，2013）。其原因在于，企业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方式补充自身流动资本，

用以支付员工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罗长远和陈琳，2012；江轩宇和贾婧，2021）。当企业不存在债

务融资约束时，劳动和资本获得企业收入分配的比例主要由这两类要素的边际产出决定，而债

务融资约束过高则使得资本要素除获取其边际产出的价值外，还能凭借其稀缺性获取额外收

益，使得劳动收入偏离边际产出水平，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众所周知，由于抵押品不足、信

用 担 保 缺 失 、 信 息 严 重 不 对 称 等 问 题 ， 民 营 企 业 融 资 难 、 融 资 贵 的 现 象 一 直 存 在 （ 汪 伟 等 ，

2013）。为突破内外因素形成的融资约束问题，不少民营企业试图将政治资源导入企业内部，以

降低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门槛（蒲勇健和韦琦，2020）。其中，党组织嵌入作为一种政治关联方

式，成为企业家能够与政府沟通的良好渠道。一方面，《2012年意见》指出非公企业党组织“要注

意听取企业出资人意见，帮助企业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这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提供了有效渠道。党组织的建立既是一种政治信号，也是一种经济信号。在政府关注下，出于

对党组织和政府的信任，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会降低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排斥（何晓斌和柳建

坤，2020；尹智超等，2021；龚广祥和王展祥，2020）。振中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光夏说，“成立

党支部，不仅丰富了工厂中工人们的生活，而且与一些国企开展业务往来时，也更容易取得信

任”①
。Li等（2008）发现，具有党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党组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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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级党委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和上级党组织之间存在天然联系，有利于企业获取地方发

展信息，寻求自身发展机遇，提高企业经营稳定性和获取银行信贷的能力（Haveman等，2017；

肖炜诚，2021）。随着党组织经济信号和信息获取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进而降低资本对劳动收入的挤压。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党组织能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流动资本获取能力，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党组织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对员工合法权益的维护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维护劳动者利益、不断提高生产力是

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党章》第五章三十三条规定，非公企业党组织要“团结凝聚职工群众，

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2012年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反映群众诉求，畅通

和拓宽表达渠道，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这些都表明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

是民营企业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随着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党组织职能的发

挥将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在用工过程中的合法合规性，使得企业更加重视对员工合法权益的

维护。另外，完善、高效的企业治理机制是协调企业各方利益，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优化企业内

部治理，激发员工积极性的重要基础。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不仅有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给员工

提供更好的福利（钟宁桦，2012）。在企业劳资关系方面，由于缺少代表员工利益的治理机构，员

工力量难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涉及员工合理利益诉求的谈判和协商过程中，员工往往处于

劣势地位（梁建等，2010；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使得企业在战略制定和经营决策中容易忽视

员工利益，造成“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2012年意见》明确指出，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初期，

“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确定党建工作联络员、建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等方式，积极开展

党的工作”。这直接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有助于完善工会等代表职工利益的企业治理结

构。随着企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力量的增强，企业员工利益将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

劳资分配结构也会得到改善。例如，在党组织和工会的监督下，企业会依照劳动法与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通过合理划分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构建稳定的劳动关系，降低由企业不合理解雇员

工行为而带来的劳动收入损失。民营企业也会按照国家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足额支付员

工加班工资或减少企业不合理的加班现象等，降低企业为过度追求利润而对员工合法利益的

侵蚀。同时，工会组织的成立也使得员工在参与企业决策和薪酬谈判方面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党组织能提高企业对员工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3.党组织较强的劝导力能够引导企业实施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方案

根据《党章》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

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员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

群体，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表明党组织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嵌入民营企

业，在引导和监督企业行为、培养和强化企业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国家政策落实等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

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随

着党组织教育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开展，作为党组织的嵌入对象，民营企业自然被纳入党的组织

网络，使得民营企业从根本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按劳分

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党的长期奋斗目标和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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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这些观念都会随着党组织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而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并逐步改变

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一方面，党组织可以对企业不合理的分配行为进行监督和及时劝

导，通过自身呼吁和引导的方式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形成合理的劳资分配结构。另一方面，

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上层党组织向企业施压，以维护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2012年意见》规

定：“对企业出资人的评先选优、政治安排，要事先征求企业党组织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机

构、地方工会组织的意见，党委统战、组织部门要严格审查把关。对政治方向有偏差、履行社会

责任不积极、社会评价不良的企业出资人，要批评教育”。通过这种惩罚性的可信承诺，能够提

高党组织对企业不合理行为的劝导力，促进企业对劳资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3：党组织有较强的劝导力，能引导企业实施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方案。

三、  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该调查项目由中央

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课题组完成，主要针对

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每两年调查一次）。目前，可获得的公

开数据包括1993—2013年共11次的调查数据。本文主要考察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影响，考虑到该调查数据为非追踪调查数据，且2011年之前调查问卷中并未调查企业营

业收入、缴费金额等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核心指标，为保证变量口径一致，本文仅使用2011年

和2013年企业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数据整理得到11 217个（2011年为5 073个，2013年

为6 144个）观察值的混合截面数据。

（二）变量释义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两种：（1）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劳

动收入 /营业总收入（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施新政等，2019），其中营业总收入为调查当年企

业营业收入（万元），劳动收入为调查当年企业“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等（万元）”与“全年为

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万元）”之和
①

；（2）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工资奖金总额/（工资

奖金总额+缴税金额+缴费金额+税后净利润）（魏下海等，2013a，b）。由于收入法测算劳动收入

份额指标口径差异较小，因此在实证检验中，本文使用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核心回归变

量，使用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2. 为核为心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该变量根据CPES2011年和

2013年调查问卷中“在您企业中，有无下列组织？”的回答构建虚拟变量，存在党的基层组织则

赋值为1，否则为0（以下对解释变量简称“党组织”）。其中有党组织的企业样本共计3  694个

（2011年为1 565个，2013年为2 129个）。

3. 控制变量。借鉴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魏下海和董志强（2018）、施新政等（2019）的研

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营业利润率、员工人数、成立年限、国企改制等企业层面变

量；企业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党员、政治关联、曾经是否在政府担任职务等企业

家特征变量；企业所在省份的名义GDP增长率、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等省际变量。表1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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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2011年企业调查时，关于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细分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五大类支出。在2013年企业调查时，仅调查了企业“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总值。在指标构建中，对2011年各类支付

费用加总，形成“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变量。



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按照定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应该是介于0–1之间的数。依

据实际情况，本文剔除了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小于0和大于1的企业样本，保留样本8 460个。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 见文中 0.1803 0.1895 8 460
要素成本增加值法劳动收

入份额
见文中 0.4981 0.2596 8 338

党组织
在您的企业中，有无下列组织？

（有中共党组织=1，无中共党组织=0） 0.4040 0.4907 7 489

企业规模 Ln（企业营业收入万元+1）① 7.3058 2.2565 8 460
营业利润率 净利润（万元）/营业收入（万元） 0.0957 0.1878 8 191

员工数 员工人数（万人） 0.0224 0.1009 8 404

成立年限 企业注册为私营企业年限 10.1946 5.7289 8 172

国企改制
您个人注册私营企业时的资金来源？
（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资产=1，否=0） 0.0640 0.2448 8 367

性别 企业家性别（男性=1，女性=0） 0 .8503 0.3567 8 431

年龄 企业家年龄/100 0.4639 0.0864 8 365

受教育年限
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中专=12，大专=15，

大学=16，研究生=19 14.3359 2.6085 8 329

党员 您是否参加了下列组织？（中共=1，否=0） 0.3438 0.4750 8 460

政治关联 您是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1，否=0） 0.3946 0.4888 8460

曾经是否在政府任职
您在开办私营企业前的主要经历？

（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1，否=0） 0.1565 0.3633 8 460

GDP增长率 所在省份名义GDP增长率 9.5807 2.1194 8460

第二产业比重 所在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名义GDP 0.4840 0.0772 8 460

外贸依存度 所在省份进出口总额/名义GDP 0.4475 0.4063 8 460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为检验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LS i = α0+α1Dangi+α2Controli+ yeart + province j+ industryh+ classz+εt (1)

其中， i、 t、 j、h和z分别表示企业、年份、省份、行业和企业注册类别
②

。被解释变量LS是收入法测

算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解释变量Dang为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的虚拟变量，Control包括企业、

企业家和省份特征变量，year、province、industry和class分别表示年份、省份、企业所在行业和企

业注册类别的虚拟变量
③

。考虑本文回归样本为混合截面数据，按照常规方法，使用最小二乘

法（OLS）进行估计。

2.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处理方法

由于样本是混合截面数据，仅能观察到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的状态，无法通过变量在时间

上的变化来识别党组织带来的影响，使得上述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样本选择性问题，如员工规

模更大，拥有更强经营实力，积极维护员工权益，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企业更容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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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营业收入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②企业注册类别包括一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五类。

③企业所属行业使用2011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2011年，您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是什么？”的回答来识别，包括

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科研

技术、公共设施、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其他19个行业，并对2013年调查问卷中行业编号进行相应调整。



得更多的党员加入，成为党组织选择的对象，并在企业内部建立基层党组织。为了克服样本选

择性问题所带来的干扰，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熵平衡方法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 1） 处 理 效 应 模 型 。 处 理 效 应 模 型 是 基 于Heckman（ 1979） 样 本 选 择 模 型 的 传 统 ， 由

Maddala（1986）提出，通过寻找工具变量直接对处理变量进行结构建模的方法，排除实证估计

中估计误差项相关的问题。处理效应模型的应用特点有二（以模型1为例）：第一，用于表征处

理条件的党组织虚拟变量直接进入回归方程中；第二，回归方程中的结果变量LS对于Dang=1和

Dang=0都可以被观察到。具体而言，干预效应模型可表达为如下两个方程：

LS i = α0+α1Dangi+α2Controli+ yeart + province j+ industryh+ classz+εt回归方程同式(1)：

= β+γZ+u选择方程：D* ，如果D*>0，则Dang=1，否则Dang=0
Prob(Dang = 1|Z) = Φ(γZ)

Prob(Dang = 0|Z) = 1−Φ(γZ)
(2)

D∗式（2）是企业设立党组织的选择方程，其中，Z为工具变量集， 是连续性潜在变量。处理效

应模型假定ε、u两个随机误差项服从二元正态分布，且假定var（ε）=σ2
，var（u）=1，cov（ε，u）=ρσ2

，

ρ是两个随机误差项ε、u的相关系数。通过对原假设H0：ρ=0进行似然比检验，如果原假设成立，

表示回归方程和选择方程相互独立，使用OLS估计更合适；如果拒绝原假设，则使用处理效应

模型更合适。值得注意的是，工具变量Z可以与回归方程中控制变量有重叠，但至少有一个工

具变量不在控制变量中。Z能够影响个体是否参与党组织，但不能直接影响结果变量LS。按照

这一要求，本文借鉴万攀兵（2020）的做法，使用较为常见的“组群类”工具变量，即样本中观测

个体所在更高层级群体的特征作为个体层面特征的工具变量。就本文关注的问题而言，使用民

营企业所在地区—行业—年份层面的企业党组织覆盖率（MeanDang）作为企业是否设立党组

织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与该地区—行业—年份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息息相

关，但该企业设立党组织对该地区—行业—年份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的边际影响较小，满足工具

变量要求的单向传递条件。另一方面，在控制企业地区—行业—年份虚拟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

量的条件下，地区—行业—年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可能性较小，满足外生

性条件。

（2）熵平衡法。对于样本自选择问题，多数文献也采用匹配法寻找处理组的反事实样本，以

获得总体平均处理效应。但传统的匹配方法无法保证联合并平衡所有协变量，难以避免倾向得

分模型被错误指定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Hainmueller（2012）推导出熵平衡法，以熵权重

ωi替代di得到反事实指标E[Y(0)|D=1]的表达式：

E[Y(0)|D = 1] =
∑

i|D=0 Yiωi∑
i|D=0ωi

(3)

权重ωi由以下公式决定：

min H(ωi) =
∑
i|D=0

ωi log(ωi/qi) (4)

通过对ωi的约束条件，为对照组协变量增加一组矩约束，使其与处理组的协变量相平衡，

利用平衡后的样本研究处理效应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其约束包括均值（一阶矩）、方差（二阶

矩）和偏度（三阶矩）。

四、  实证分析

（一）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准回归及内生性处理

表2列（1）报告了使用OLS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干扰变量的条件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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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为0.028 6，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2列（2）和列（3）分别报告了使用极大似然法和两步法估计的处理

效应结果，其中ρ的极大似然值LR为233.96，显著拒绝处理变量无内生性的原假设，表明使用处

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有效的。列（2）和列（3）中MeanDang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所

选工具变量与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列（2）和列（3）党组织的估

计系数来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其中，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的党

组织系数比两步法的估计系数大13.143个百分点（接近2.5倍），可能的原因是估计方法差异使

得工具变量带来的误差被放大的程度不同，极大似然法较高的估计效率可能降低了估计结果

的准确性。虽然处理效应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处理样本选择性问题，但在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方

面存在不足。对此，进一步使用IV-2SLS估计来检验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4）中模型一阶段

回归的F值大于10，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列（5）两

阶段估计结果中，党组织的估计系数与Treatment两步法估计系数接近，侧面反映出本文使用

Treatment两步法进行估计更合理。此外，为保证本文内生性问题处理得当，再次使用熵平衡法

进行估计。在选择最优权重时，同时考虑协变量和各变量的二次项及交叉项，剔除虚拟变量的

二次项及没有实际意义的变量交叉项（解决共线性问题），利用 logit模型对所有协变量和保留

的二次项、交叉项回归，估算出熵平衡的权重
①

。经熵平衡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如列（6）所示，结

果表明在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结论依旧显著。
 

表 2    基准回归及内生性处理

(1) （2） （3） （4） （5） （6）

OLS Treatment-MLE Treatment-TS IV-2SLS 熵平衡法

党组织 0.0286*** 0.1845*** 0.0531*** − 0.0619*** 0.0227***

(0.0044) （0.0181） （0.0123） − （0.0196） （0.00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 − − − −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 − − − − 是

MeanDang − 2.8060*** 3.1294*** 0.7067*** − −

− （0.1299） （0.0897） （0.0271） − −
LR/F test − 233.960 − 675.648 − −

− （0.0000） − （0.0000） − −
N 6 708 6 708 6 708 6 708 6 708 6 708

　　注：其他特征效应包括行业、年份、地区效应和注册类别，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
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1.控制其他企业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与党组织相比，工会和职工代

表大会是代表企业员工利益的治理结构，在企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在上

述治理结构交叉存在的条件下，党组织职能存在被补充和替代的可能。因此，控制工会和职工

代表大会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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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熵平衡法logit回归的协变量数为115个，受篇幅限制，熵平衡法协变量调整前后的均值、方差、倾斜度以及标准偏误

和t检验等熵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列示，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本文在Treatment模型中分别加入企业是否建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虚拟变量来控制其

潜在影响，表3列（1）−（3）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其中LR统计量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使用处

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仍是必要的。从党组织的估计系数来看，在控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影

响后，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其显著正相关的结果并未发生

改变。同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也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后，本文进一步使用熵

平衡法重复上述估计，结果如列（4）−（6）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党组

织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仍然存在。
 

表 3    控制其他企业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

(1) (2) (3) (4) (5) (6)

党组织 0.0439*** 0.0464*** 0.0401*** 0.0164*** 0.0180*** 0.0141***

(0.0124) (0.0123) (0.0124) (0.0045) (0.0041) (0.0045)

工会 0.0213*** 0.0164*** 0.0165*** 0.0128**

(0.0045) (0.0046) （0.0054） (0.0056)

职工代表大会 0.0239*** 0.0207*** 0.0157*** 0.0130***

(0.0041) (0.0042) （0.0044） (0.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 − −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 − − 是 是 是

MeanDang 3.1298*** 3.1281*** 3.1285*** − − −
（0.0897） （0.0897） （0.0898） − − −

LR test 237.08 228.45 241.23 − − −

（0.0000） （0.0000） （0.0000） − − −
N 6 705 6 703 6 688 6 705 6 703 6 688

　　注：列（1）–（3）采用Treatment两步法模型进行估计，列（4）–（6）采用熵平衡法估计。
 

2. 其他稳健性检验。在排除处理变量内生性和其他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后，本文进一步通

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具体检验内容如下：（1）替换被解释变量。按照前

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使用要素增加值法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

验，排除变量测量误差带来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Panel A列（1）所示。（2）剔除干扰样本带来

的影响。与纯粹的民营企业家不同，存在政治身份或拥有政府部门职务的企业家，其行为和决

策可能更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在提高员工福利和社会责任方面会作出更多努力。

根据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的信息，我们使用逐步剔除了党员、在政府担任职务、担任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样本进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表4Panel A列（2）−（4）汇报了相应的

估计结果。（3）使用单个年份数据进行检验。由于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非追踪数据，

使用多年份样本和单一年份样本进行估计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如果使用单一年份样本检验的

结论依旧成立，则本文上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因此，本文分别使用2011年和2013年调查样本

进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列（5）−（6）所示。同时，本文进一步使用熵平衡法重复上述估

计，相应的估计结果如表4Panel B所示。从表4列（1）−（6）党组织的估计系数来看，在排除上述各

种潜在干扰因素后，无论是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还是使用熵平衡法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党组织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上述结论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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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要素增加值法
劳动收入份额

剔除企业家在
政府任职的样本

剔除企业家为
党员的样本

剔除企业家为人大代表
或政协委员的样本

仅使用
2011样本

仅使用
2013样本

Panel A

党组织 0.0596*** 0.0555*** 0.0614*** 0.0595*** 0.0839*** 0.0598***

(0.0167) (0.0126) (0.0176) (0.0186) (0.0185) (0.018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MeanDang 3.0824*** 3.1344*** 2.9817*** 3.1530*** 3.1208*** 3.1304***

（0.0940） （0.0920） （0.1185） （0.1263） （0.1303） （0.1209）

LR test 3.91 240.19 573.27 300.64 221.07 248.03

（0.048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6 112 6 392 4 239 3 860 3 190 3 518

Panel B

党组织 0.0285*** 0.0235*** 0.0268*** 0.0195*** 0.0311*** 0.0160***

（0.0096） （0.0042） （0.0054） （0.0056） （0.0063） （0.00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 583 6 392 4 239 3 860 3 190 3 518

　　注： Panel A中列（1）–（6）采用Treatment两步法模型估计，Panel B中列（1）–（6）采用熵平衡法估计。
 

（三）机制检验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来自以下三方面：（1）党组织

改善了企业融资条件，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2）党组织注重员工权益保护；（3）党组

织对企业分配行为存在较强的劝导力。为识别上述机制，本文通过实证方法，逐次检验上述机

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1. 党组织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理论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通过其强政治关联性

和信息优势，弥补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劣势，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因

此，本文通过检验党组织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来识别上述机制。

从融资环节来看，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在融资规模受限、融资渠道不畅和融资成本过高

三方面。在融资规模方面，本文使用企业流动资本中贷款比重和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中贷款占

比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企业流动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资金中贷款比重越大，表明企业融资

规模受限越小，融资约束越小。在融资渠道方面，本文使用企业民间借款占贷款余额比重和银

行贷款占贷款余额比重来衡量企业融资渠道通畅程度。具体来说，当企业受到正规金融机构排

斥时，其贷款结构表现出更高的民间借款比重和更低的银行贷款比重。在融资成本方面，使用

企业所有信贷余额加权平均利息率作为企业融资成本的代理变量
①

。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

在回归之前本文首先检验处理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依据LR统计值选取合适的估计方

法，表中内容记录了各列使用的估计方法，正文部分仅介绍最终的估计结果及其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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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类贷款余额× i贷款平均年息）/（
∑

i类贷款余额）

①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分别调查了企业在当年拥有的各类贷款余额及贷款平均年息，本文依据上述数据构造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息率= 。其中，i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小型金融

机构贷款和民间借贷。



表5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流动资本中贷款比重和扩大再生产资

金中贷款比重要显著高于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列（3）和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有党组织

的企业，其贷款余额中民间借贷的比重更低、银行机构借贷的比重更高。列（5）Panel A的结果

显示，党组织对企业贷款利息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

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但这种影响并不突出。从Panel B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对处理组样

本进行熵平衡匹配后党组织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结论依旧稳健，且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

成本。综上所述，缓解融资约束确实是党组织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可行路径。
 

表 5    党组织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

(1) (2) (3) (4) (5)
流动资本中
贷款占比%

扩大再生产资金
中贷款占比% 民间借贷占比% 银行借贷占比% 贷款利息%

Panel A

党组织 3.6870*** 3.0460*** −10.2500*** 16.5400*** −0.6906
(0.7340) (0.9040) (0.0301) (0.0498) (0.64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LR test 0.80 0.01 14.64 9.19 2.48

（0.3708） （0.9368） （0.0001） （0.0024） （0.1156）

N 5 859 4 780 3 867 3 785 3 488

Panel B

党组织 2.315** 1.3974** −1.1213** 0.8411* -0.2821*

(0.9289) (0.7022) (0.0055) (0.4335) (0.16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859 4 780 3 867 3 785 3 488

　　注：Panel A中列（1）、（2）采用OLS方法估计，列（3）–（5）采用Treatment两步法模型估计，Panel B采用熵平衡法估计。
 

2. 党组织注重企业员工利益维护。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是改善企业劳资分配结构的有效方

式。针对党组织对企业员工权益保障的检验，借鉴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的研究，考虑中国民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的职工比例、签订集体合同

的职工比例、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支出水平和为员工支出的培训费来衡量企业对员工权益

的保障水平
①

。表6列（1）−（4）Panel A和Panel B分别汇报了OLS和熵平衡法的估计结果，Panel

B列（1）−（3）结果显示，有党组织的企业，其员工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和集体劳动合同的比例比

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分别高10.46和10.58个百分点，职工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比无党组织的企

业高2.36个百分点。列（4）结果显示，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党组织的企业，其员工人均培训费用支

出水平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高0.8−0.9个百分点，表明更有利于员工人力资本的积累。综上所

述，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员工权益的保护，增加对员工福利的投

入，进而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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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支出水平=ln［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万元）/员工数+1］，其中企业全年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费用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表 6    党组织注重维护员工利益

(1) (2) (3) (4) (5)
个人劳动合
同签订比例

集体劳动合同
签订比例

人均社保支出 人均培训费支出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Panel A

党组织 0.0749** 0.0978*** 0.0080 0.0090* −0.7670**

(0.0367) (0.0234) (0.0052) (0.0050) (0.35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LR test 0.73 1.23 2.27 0.48 0.01

（0.3929） （0.2674） （0.1317） （0.4886） （0.9363）

N 6 152 5 332 6 708 6 453 6 172

Panel B

党组织 0.1064** 0.1058*** 0.0236* 0.0080 −1.1236**

(0.0530) (0.0223) (0.0143) (0.0049) (0.54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是 是 是 是 是

N 6 152 5 332 6 708 6 453 6 172

　　注： Panel A中LR test估计结果显示使用OLS方法比Treatment方法更好，Panel B采用熵平衡法估计。
 

3.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分配行为存在较强的劝导力。考虑到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劝导力

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很难通过变量来衡量。对此，本文通过对相似事件的检验来证实这一猜想。

为应对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

业高管发出“限薪令”。从相关规定来看，该政策主要面向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并不涉及

民营企业。因此，理论上民营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会受到政策影响。但如果确实存在党组织对

民营企业收入分配的劝导作用，我们应该观察到存在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内部收入差距小于

没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相反，如果上述假说不成立，则是否存在党组织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不相关。借鉴杨青等（2018）的做法，使用企业高管平均年收入和员工平均年收入的比值作为企

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本文使用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受访者年收入作为高管

收入水平。表6列（5）汇报了党组织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从熵平衡方法的

检验结果来看，在匹配之后，存在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内部收入差距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小

1.123 6倍。依据上述预期，可以证实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劝导力。

五、  进一步研究：党组织是否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

上述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对民营企业

收入分配的强大劝导力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这些都是党组织在企业分配端的作用，从企

业收入端来看，依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党组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是企业盈利水

平下降的统计表现，党组织在分配端的影响可能不是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动力；相

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可能是其内在原因。

针对这一猜想，本文检验了党组织与企业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绝对量的关系，具体使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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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工人均工资作为企业劳动报酬的代理变量，使用企业人均净利润作为企业资本报酬的代

理变量
①

，表7列（1）和列（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列（1）的结果来看，党组织对企业劳动

报酬绝对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党组织的初次分配作用确实提高了劳动报酬。列（2）党

组织对企业人均净利润的估计结果为正但不显著。从两者的经济学含义来看，存在党组织的民

营企业，其员工收入和企业人均利润比没有党组织的企业分别高出981元和1 050元，表明党组

织的存在并未出现“工资侵蚀利润”或经营效率下降的问题。相反，党组织在维护企业员工利益

方面的努力也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使得企业能够在提高利润的同时增加员工福利，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高更多地表现为党组织对企业收入增量部分分配的影响。同时，表7列（3）和列（4）

也得到了与上述逻辑一致的检验结果。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党组织通过降低企业盈利能力进而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猜想并不成立。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员工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

努力，使得企业创造出更大的收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表 7    党组织是否降低了民营企业盈利能力

(1) (2) (3) (4)

员工工资 人均利润 员工工资 人均利润

党组织 0.0981** 0.1050 0.0276* 0.0776
(0.0485) (0.2180) (0.0159) (0.07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其他特征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交互项 − − 是 是

控制变量平方项 − − 是 是

LR test 0.11 1.20 − −

（0.7448） （0.2732） − −
N 6 708 6 708 6 708 6 708

　　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上述回归中控制变量不包含企业营业利润率。列（1）、（2）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列（3）、（4）采用熵平衡法进行估计。
 

六、  结论与启示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为一种嵌入企业内部的正式治理结构，承担着引导和监督企业合

法经营、维护职工群众利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一系列职能。既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

织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企业劳资分配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1年和

2013年中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高于未建立党组织的

民营企业，该结果在排除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治理结构带来的干扰后依旧稳健。机制检验

发现，党组织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对员工合法利益的维护和对企业分配过程较强

的劝导力，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并未带来企业

盈利能力的下降；相反，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由于对员工利益的重视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实现了企业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缓解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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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员工工资=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万元）/企业员工数，人均利润=企业当年净利润（万元）/企业员工数。其中，全年支付

员工工资、奖金和企业当年净利润按照以2011年为基期的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资约束、依法维护员工合法利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有助于企业在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提高劳动者福利的同时，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实现利益分享与企业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因此，对民营企业而言，要重视党组织的

建设，在发展中依靠党组织，不断优化自身治理结构。将党的执政理念、发展理念内化到企业

文化中去，形成企业战略，自觉接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维护员工利益，在自身壮

大的同时提高利益分享比例，进而实现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统一。同时，民营企业党组织作

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积极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企业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监督企业经营行为，积极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充分调动

劳动者、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积极性，不断将蛋糕做大，以发展促协调，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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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PES Data

Liu Changgeng1,2,  Wang Yuhang1,2,  Jiang Jianping1

( 1.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 )

Summar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  uniqu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Chinese  enterprise  governance.  As  a  formal  governance  structure  embedded  in  enterprises,  it

assumes  a  series  of  functions  such  as  guiding  and  supervising  the  legal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of employees, and build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The

labor-capital incom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nal interest

structu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at insists on all people as the center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labor-capit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enterprise labor income share?

Based on the 2011 and 2013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CPES)  data,  this  paper  uses

th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and the entropy balance method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s  remain  stable  after  eliminat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and

other governance structure interference.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reduce  the  squeeze  of  corporate  capital  gains  on  labor  remuneration,

improve the welfare of workers and promote enterprises to form a reasonable labor-capit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by alleviat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enhancing the maintenance of

employee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proces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simultaneously  increase  the

30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1期

http://dx.doi.org/10.1016/j.jpolmod.2008.04.003
http://dx.doi.org/10.1093/pan/mpr025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2307/1912352
http://dx.doi.org/10.1016/j.jdeveco.2007.03.001
http://dx.doi.org/10.1016/j.jpolmod.2008.04.003
http://dx.doi.org/10.1093/pan/mpr025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2307/1912352
http://dx.doi.org/10.1016/j.jdeveco.2007.03.001
http://dx.doi.org/10.1016/j.jpolmod.2008.04.003
http://dx.doi.org/10.1093/pan/mpr025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2307/1912352
http://dx.doi.org/10.1016/j.jdeveco.2007.03.001
http://dx.doi.org/10.1016/j.jpolmod.2008.04.003
http://dx.doi.org/10.1093/pan/mpr025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1177/0001839216657311
http://dx.doi.org/10.2307/1912352
http://dx.doi.org/10.1016/j.jdeveco.2007.03.001


employee  wages  and  profit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does not have the problem

of “wages  eroding profits”.  On the contrary,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efforts  i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als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employee

benefits  while  increasing  profits.  The  increase  in  labor  income  share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remental  corporate  income,  which  is

sustainable and realizes the Pareto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

Firstly,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corporate Party organizations. Secondly,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further increasing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Thirdly, it clar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o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transmission path,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integrat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Key word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labor income share; governance

structure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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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fies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wealth,  increas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that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tensifi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regional  structure  that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mo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me  wrong  valu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antagonism  of  the  two  is  reflected  in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re  unifi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fied i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ified in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ified  in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he  two  will  become

mutually  conditional  and  interdepend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high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Based on this  relationship,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stablish  a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expand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optimize  the  achievement-sharing

mechanism in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Key words: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private economy; collaboration

（责任编辑：倪建文）

第 1 期 党组织能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31


	一 引　言
	二 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二 研究假设

	三 数据来源、变量释义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二 变量释义与描述性统计
	三 模型设定

	四 实证分析
	一 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准回归及内生性处理
	二 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三 机制检验

	五 进一步研究：党组织是否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
	六 结论与启示

